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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来自国内的117家中小企业的268个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引入高层梯队理论和知识创造理论，探讨了TMT的异质性通过中介变量知识创造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TMT的年龄异质性对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具有负面的影响作用，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面的影响作用，年龄异质性对于知识创造具有负面的影响，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于知识创造具有正面的影响，知识创造对于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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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117 Chinese firms, we introduce the upper echelo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reation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ogeneity (age heterogeneity, tenure heterogeneity, education level heterogeneity, education specialty heterogeneity)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ogeneity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rough intermediary variable knowledge cre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e heterogeneity of top management team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ducational level heterogene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ge heterogene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knowledge creation, and educational level heterogene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knowledge creation. Knowledge cre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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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商业模式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转型和变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自1998年Timmers[1]正式提出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这一概念后，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商业模式模型。由于商业模式概念的多样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定义也并不统一，但总的来说，商业模式创新更强调“创新”的本质。并且许多企业虽然能感知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必要性，但对其充满恐惧，认为创新很可能会加速企业的死亡。这是因为企业对于哪些要素能够最终影响创新的结果缺乏认识和了解，盲目创新，反而使得企业自身陷入混乱。因此本文通过揭示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探讨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简称TMT）异质性是如何影响企业知识创造能力，进而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就变得非常必要。

TMT异质性影响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在日常的企业活动中，TMT异质性很可能会对团队氛围、处理问题的方式、信息偏好等造成影响，进而影响TMT对信息的处理和企业决策，最终影响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水平。目前，对于TMT异质性对企业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基于信息决策理论的视角和基于社会类化理论的视角。基于信息决策理论的观点认为，TMT异质性通常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加多元的信息、更全面的看待问题的视角，从而对企业的创新决策带来正面的影响。而基于社会类化理论的观点则认为，TMT异质性可能会导致TMT内部的冲突更加严重，不利于沟通交流，进而使得企业的决策意见难以达成一致，执行效果亦会趋向不佳，令企业难以很好地实施创新战略。但总体来看，目前对于TMT异质性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影响的研究仍然很少，因此引入高层梯队理论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知识创造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Timmers[1]、Zott&Amit[2]等诸多学者都认为，新技术的产生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动力。企业内部的组织学习、知识转化都是新技术的可能的来源。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并非是无本之木，其必须建立在企业自身资源的基础上。而TMT特征可能会决定企业内部是否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氛围，进而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的能力水平。因此探讨知识创造作为中介在TMT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中起到的作用也非常必要。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分析TMT异质性与企业知识创造、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TMT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机理，并以知识创造为视角，研究了其在TMT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桥梁作用，建立起了“TMT异质性——知识创造——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在为企业的决策层提供科学管理依据的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结合自身的状况，调整其TMT的人员组成，进而加强企业的知识创造水平，并提高商业模式创新能力，使自身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2 TMT异质性、商业模式创新与知识创造
2.1 TMT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
目前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定义并不统一。Zott & Amit[2]提出，企业通过改变原有的运作流程，对自身的资源和具备的能力进行重组，改变原有的交易模式，进行商业模式创新。Hamel[3]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就是企业通过重构自身的商业模式获得竞争优势，为用户提供新价值，从而获得利润的战略；Osterwalder[4]则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围绕用户价值，重新设计企业运营流程和财务结构的过程。Hambrick & Mason[5]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高层管理团队（TMT）作为一个整体，在企业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王鑫鑫[6]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往往与企业高管的推动密切相关。
TMT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一般可以分为两类：TMT特征（同质性）与TMT异质性。TMT特征是指TMT成员的人口特征、经验、认知、价值观等各个维度的相似程度，使得TMT总体呈现出某一种整体特征；而TMT异质性则表示TMT成员上述特征的差异性。不同企业团队的TMT几乎可以认为是独特的，因为其成员组成、关系都有所不同。并且高层梯队理论认为，TMT异质性相较之TMT特征，更能解释团队对企业的影响。Kellermanns[7]等认为，对不同观点，特别是相反观点的讨论和分析，能够促进TMT仔细审查任务目标和环境，考虑多种创新路径，做出更好的创新战略决策。Prasad[8]等人则认为，TMT内部的冲突会降低团队成员对他人观点的接受程度，不利于创新。
在TMT异质性特征的选取上，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应该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因为企业所在地区、文化背景的不同，会使TMT特征的权重和影响发生变化。例如，我国的企业中，高管通常为男性，此时性别的差异性就不再重要。Wiersema & Bantel[9]在研究TMT特征与企业战略变革时，选取了专业、年龄、团队任期和组织任期作为异质性的指标；国内学者魏立群、王智慧等[10]则将学历、任期、年龄等作为异质性的指标。贺远琼和杨文[11]在讨论TMT异质性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时，选取了年龄、任期、教育背景和职能背景作为异质性的指标。总的来说，学者们对于异质性指标的选择基本遵循了Hambrick的高层梯队理论。本研究尝试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TMT异质性对于企业知识创造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综合参考了相关文献，最终选取了高管团队的任期、年龄、教育学历、教育背景等四个特征作为异质性的指标。
Lawrence[12]指出，年龄异质性是TMT团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不同的情境下，年龄异质性的影响也有所差异，但大部分研究结果还是倾向认为，年龄异质性水平高，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会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当团队的年龄异质性水平较低时，团队成员的价值观和认知更容易相似，相互之间的吸引力会增强。这虽然可以增加团队整体的稳定性，但同样也会造成决策的一致和保守[9]。Messick & Massie[13]同样指出，年龄作为一类显性的特征，如果团队中存在差异较大的不同群体，可能会造成团队内部的分化，这会导致整个团队的凝聚力降低，合作不畅。而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由于具有变革气质，往往需要管理团队给予坚定有力的支持。因此，当TMT团队年龄的异质性较大时，团队决策更倾向于不统一，也不利于决策在组织内部的实施，进而导致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难以推行。
Daboub等学者[14]指出，TMT任期异质性反应团队内部的冲突水平。Katz[15]认为，如果不同的高层管理个体进入TMT的时间不一样，那他们在企业中的经历也将有差异，这会让TMT中不同的管理者对于企业的战略解读和现状认识产生差异。这种差异本质上来说，是信息和信息解读的多样化。因此，TMT内部更容易生出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另一方面，Boeker[16]的研究表明，TMT任期异质性水平高时，企业固有的风格和模式更容易被颠覆，企业更倾向于突破自我能力，也更容易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TMT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影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Amason [17]在研究中指出，当TMT教育水平异质性较高时，企业的决策质量也会提高。他们认为，不同教育水平的高管成员会更容易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这使得整个TMT看待问题时角度更加完善。Carpenter[18]的实证研究亦证实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教育水平相差较大的团队，往往能力集会更丰富，信息来源会更宽泛，这有助于丰富TMT的认知视角。但也有学者认为，团队教育水平的异质性较高时，较大的认知差异反而可能影响团队内部的交流和认知统一[19]。虽然有学者认为教育水平的不同会影响内部意见达成一致，但鉴于高管团队成员普遍拥有较高的沟通能力， TMT教育水平异质性带来的积极影响可能更大。
目前关于教育专业对于企业影响的研究并不多，教育专业会影响高层管理者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观念，进而影响TMT对于各类信息和市场机会的解读，并最终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当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越来越依赖于企业对内外部各种需求和资源的整合。有大量研究证明了企业搜寻新领域的知识会促进企业提升自身的产品创新力。如果TMT的教育专业背景过于单一，很可能会使得整个团队的认知结构相似，信息来源单一，对企业外部的环境缺乏敏锐的认识。
假设1a：TMT的年龄异质性越大，组织的商业模式创新越低。
假设1b：TMT的任期异质性越大，组织的商业模式创新越高。
假设1c：TMT的教育水平异质性越大，组织的商业模式创新越高。
假设1d：TMT的教育专业异质性越大，组织商业模式创新越高。

2.2 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
日本管理学教授Nonaka[20]在1998年提出了“知识创造”的概念，他认为，企业是否具备较强的组织学习的能力，决定了企业能否成功。那些具备创造新知识、并将新知识内部化（internalization）（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企业，才是充满创造力的企业。
Tan & Lim[21]认为，为了让企业能够较好的进行创新，企业必须为员工提供一个相对宽容且相互信任的环境，使得企业员工能够对企业形成支持的态度，进而增强企业内部知识交流分享的意愿。Chesbrough[22]指出，当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时，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创造新的价值，二是补充价值。而企业若要通过创造价值的方式来进行创新，则意味着不断地学习。这既包括了外部知识的搜寻，也包括了内部的知识创造。云乐鑫等[23]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实际上就是新知识的获取和创造的过程。因此，企业如果想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就必须确保自身能够不断积累新的知识。

目前一般认为，企业有两种方式获得知识：一种是通过外部知识搜寻，让企业获得新的技术和新的市场信息；另外一种则是通过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出于竞争对手对自身竞争优势的维系和政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如果想要获得具有较高价值的独特知识，往往更依赖于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2a：组织内部的知识创造水平越高，组织的商业模式创新越高。
2.3 TMT异质性与知识创造
Nieves & Osorio[24]指出，知识创造包括了知识交流与知识组合。TMT异质性使得不同的高管团队具有不同的认知和决策风格，进而影响组织内部成员对于知识分享的热情以及部门内外交流的频次。West & Anderson[25]就指出，企业异质性能够让团队获得多样化观点带来的收益，但也同样可能会加重团队内部的冲突。当组织内产生知识冲突，知识冲突会产生正面或反面的影响。从正面影响来看，冲突会激发组织内成员的兴趣，激励成员进行知识创造，最终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水平；从负面影响来看，组织内成员也可能因此产生偏见和抵触，使得知识的交流和吸收受阻，最终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Jehn等[26]认为，TMT异质性的背景赋予了高管成员不同的知识结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话语模式等，因而可能从冲突中获得更多元化的信息，并在调节的过程中增强团队对问题的理解，进而形成更深层次的理解，最终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张树娟等人[27]也指出，TMT对于团队知识创造的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

综上来看，当TMT成员具有较高的异质性水平时，往往意味着他们的知识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事物认识角度也更加多样化。当高层管理团队将这种影响传递到团队时，会使团队形成更易包容的交流氛围和用人偏好，更容易在冲突中形成新的知识。但年龄异质性较为特殊，作为显性的人口特征指标，年龄异质性较之其它因素，更容易使团队内部倾向不统一和造成交流障碍。当处于冲突较多的环境时，年龄异质性较大可能会影响组织内知识创造的水平。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3a：TMT年龄异质性与知识创造负相关。
假设3b：TMT任期异质性与知识创造正相关。
假设3c：TMT教育水平异质性与知识创造正相关。
假设3d：TMT教育专业异质性与知识创造正相关。
2.4 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
TMT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决策，必须依靠企业内部成员的调整和实施。TMT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并非是直接的线性过程，影响其过程的黑箱一直未被打开。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并非是无本之木，其必须建立在企业自身资源的基础上。Diana[28]指出，企业领导对于企业能否培育出知识型的企业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高层决定了企业的愿景和文化，通过目标制定或激励等方式，鼓励员工朝着企业规划的方向发展。因此TMT特征可能会决定企业内部是否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氛围，进而影响企业知识创造的能力水平，最终影响其商业模式创新水平。所以，本文假设：
假设4a：知识创造在TMT年龄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4b：知识创造在TMT任期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4c：知识创造在TMT教育水平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4d：知识创造在TMT教育专业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的设计与回收
本文的调研对象主要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考虑到问卷的回收效率以及实际情况，本文采用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结合的方式，将其发放给浙江工商大学MBA学员及浙江大学培训中心学员进行填写。调查问卷涉及的内容包括TMT异质性、知识创造和商业模式创新水平等多方面。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问卷回收时剔除了一个企业只有一份回答的问卷和明显失真的问卷，最终共收回问卷354份，得到117个企业268个有效样本，占总回收问卷的75.7%。已有研究表明，当问卷数大于100或样本数大于测量条目的5倍时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的测量条目为25，样本量与测量条目的比例为10.72：1，样本量符合标准。表1为样本的行业分布情况。
表 1 样本的行业分布情况
	所在行业
	样本数量
	所占比例

	制造业
金融业
房地产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交通运输
信息技术和软件
批发和零售
文娱体育
其他
	65

42
23
6

25

32

15

4

56
	24.25%

15.67%

8.58%
2.23%

9.32%

11.94%

5.6%

1.49%

20.89%


3.2 变量度量

1）解释变量
对高层管理团队的测量一直是个难点，这是由于高层管理团队处于企业高层，调查人员很难大范围接触到高层管理人员。当研究对象是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时，一般学者会采取年报中披露的高层管理人员的人口特征作为研究数据。但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想要获取高层管理人员的信息就存在很大的难度。目前，有很多学者在做高层管理人员的实证研究时，会将高管的个人特征当作团队特征。但个体样本很难代替团队样本，非常容易出现偏差。而在研究TMT异质性时，这种方法则完全失效。部分学者选择通过2人及以上的高管团队进行调查来获取异质性数据（李辉[29]），但较少的样本数量不足以体现高管团队的异质性。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非上市公司的中小型企业高管团队，企业员工对于高管也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为了在每个公司获取更多的样本确保数据的合理可靠，本文采取Likert7级量表计分，让企业员工对于本公司高管团队的异质性进行评估。该表对应附录一中的第一题“高管团队异质性量表”。

2）中介变量
知识创造水平是模型中的中介变量。知识创造水平可以定义为企业内部创造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程度。具体可以分解为循环的四个过程：社会化过程、外部化过程、内部化过程和组合化过程。企业内组织创造知识的过程也是显隐性知识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因此，对技术知识测量的方法并不适合企业知识创造的衡量。由于本文关于知识创造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Nonaka的SECI模型上的，本文借鉴了Nonaka在1995年提出的测量方法，同时考虑新创造知识的测量和已有知识的转移测量。这种测量方法其实不具备一般性，只适合对基于SECI过程的知识创造水平的测量，但其对知识创造水平测量的方法已经受到了组织学习领域研究学者的认可，并在许多相关研究中被沿用。本文通过附录一调查问卷中的第二题“知识创造水平量表”进行测量。
3） 被解释变量
到目前为止，对于商业模式创新水平测量的研究并不多，有少量学者在行业、国家或地区经验范围内尝试了对商业模式创新水平的测量。Zott & Amit[30][31]开发了一个框架，用于测量以效率性为中心和以新颖性为中心的商业模式。此后，Brettel也开发一种调查工具，对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中小企业中的商业模式创新水平进行测量。本文基于Osterwalder & Pigneur[4]的商业模型画布，借鉴Pedersen等人[32]提出的商业模式创新映射模型，开发出量表题项，对应附录一中第三题。Pedersen等人认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应当被认为是一个程度深浅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因此，应当在企业开发现有竞争力与探索新的商业机会之间建立一种连续体，而不是简单地区分创新型与非创新型的企业。如果一家公司改变了它的产品、资源和渠道，那么它就会被看作是比只对一个业务模型组件进行更改的企业更具创新性。更具体地说，本文的量表将考察调查对象的企业是否将重点放在商业模型画布的九个组成部分中的每个部分中的现有活动或新活动上：价值主张、客户细分、关键资源、关键活动、关键伙伴关系、客户关系、渠道、成本结构和收入流。如果各个活动都更偏向于创新，那我们认为该企业总体的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处于一个较高的程度。
4 模型检验
4.1 信度和效度分析
知识创造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的量表总的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于0.9，证明问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同时，知识创造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四个因子可以解释80.507%的变异，结构清晰，各项指标都基本符合要求。因此，可以认为，知识创造的量表是具有效度的。商业模式创新水平的对应题项经过因子分析后，提取了1个主因子。由碎石图得出只有1个因素的特征值超过1，且其余因素的坡度较小，所以保留1个因素是合理的。通过对成分矩阵表格的分析，我们发现各题项变量在共同因素上的因素负荷量都大于0.6，且与量表结构设计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商业模式创新的量表也是具有效度的。
4.2 实证结果
模型1是将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和教育专业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见表2）来看，模型1的总体显著性率为0.000<0.001，模型通过检验。调整的R²为0.495，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49.5%。从表3可得年龄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负相关，其标准系数为-0.372，p<0.001；教育专业异质性与商业模式正相关，其标准系数为0.285，p<0.01；年龄异质性的对商业模式创新的负向影响较大。因此，假设1a和1d得到支持。
模型2是将知识创造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回归，总体显著性率为0.000<0.001，模型通过检验。调整的R²为0.700，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70%。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其标准系数为0.838，p<0.001。因此，假设2a得到支持。
模型3是将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和教育专业异质性对知识创造进行回归，总体显著性率为0.000<0.001，模型通过检验。调整的R²为0.377，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37.7%。年龄异质性与知识创造负相关，其标准系数为-0.372，p<0.001；教育专业异质性与知识创造正相关，其标准系数为0.198，p<0.05。因此，假设3a和3d得到支持。
模型4的总体显著性概率为0.000<0.001，总体通过模型检验。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知识创造加入回归模型后，年龄异质性与教育专业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但是对于模型1而言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年龄异质性依然与商业模式创新负相关，但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从-0.372（p<0.001）下降到-0.121（p<0.05）；教育专业异质性依然与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但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从0.285（p<0.01）下降到0.168（p<0.01）。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异质性和教育专业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消失，但相关程度有所下降。于此同时，知识创造与商业模式创新呈显著的正相关(p<0.001)。由此可知，知识创造在年龄异质性和教育专业异质性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
	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
	知识创造
	商业模式创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常量
	3.421（7.201）***
	0.305（1.191）
	4.071（8.548）***
	0.437

	年龄异质性
	-.295***

(-5.051)
	
	-.272***

(-4.645)
	-.096*

(-2.202)

	任期异质性
	.159+
(1.911)
	
	.074

(.888)
	.039

(.740)

	教育水平异质性
	.131+
(1.733)
	
	.126+
(1.663)
	.135**

(2.894)

	教育专业异质性
	.229***

(3.394)
	
	.128**

(2.594)
	.105+
(1.841)

	知识创造
	
	.945***

(16.489)
	
	0.733***
（11.416）

	R²
	.512
	.703
	.377
	.776

	调整R²
	.495
	.700
	.355
	.765

	F
	29.380***
	271.877***
	16.960***
	76.705***


 N=268; +P<0.1, *P<0.05, **P<0.01, ***P<0.001, Two-tailed Test
5 研究结果与讨论
从表2来看，假设1a和假设1d通过了检验。当企业的年龄异质性水平较低、而高管团队的教育专业异质性较高时，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水平越高。这与国外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年龄作为四个维度中较为显性的因素，其异质性可能对于组织内交流冲突的影响更大，进而使得决策层更难以统一意见，导致在商业模式创新的策略和执行上存在不足。而教育专业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水平的证明影响则证明了，当企业TMT背景更加丰富化时，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更强。在当下，企业的创新不是局限在行业内部，而是愈发强调跨界的创新和合作，这对企业高管团队的知识结构有了更高的要求。任期异质性和教育水平异质性影响则不明显，这与国外部分学者的结论有所不同（Boeker[16]；Carpenter[18]），原因可能是因为国情的不同，使得教育水平和任期的变动对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并不显著。
知识创造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面的影响，假设2a得到了支持。知识创造的水平越高，证明企业显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越活跃，在这个过程中，旧的知识会不断被消化、积累，新的知识也在不断创造。知识创造的水平较高时，企业就会获得较深的知识积累，使得在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拥有较高的知识资源支持。在这过程中，组合化过程能够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更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显性知识的整理和组合门槛较低且可复制性强，当企业具备较高的知识组合化水平时，其积累和创造知识的效率较高，进而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也就更强。
TMT年龄异质性对企业知识创造水平具有负面的影响，教育专业异质性对企业知识创造水平具有正面的影响，这两项假设得到了支持。任期异质性和教育水平异质性对知识创造的影响不显著，假设3b和3c没有得到支持。团队的任期异质性和和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知识创造水平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虽然教育水平总体上来说可能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水平，但高管具有较强的能力和阅历，教育水平对其的影响并不明显，亦不成为其做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知识创造水平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与一个稳定的、适合的交流氛围有关（Nonaka[20]），但交流氛围可能与企业自身长期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建设有关，而非受到高管任期的直接影响。
知识创造在TMT年龄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在教育专业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但在任期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则没有发挥中介作用。年龄异质性较低和教育专业异质性较高的TMT，通过对知识创造过程的影响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6 结论与展望
研究结果表明，当TMT的年龄异质性水平较低、教育专业异质性较高时，企业知识创造的水平越高，同时商业模式创新的水平也越强。知识创造在TMT年龄异质性和教育专业异质性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本研究旨在协助中小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时，合理构建TMT，并发挥TMT的正向作用，提高企业的知识创造水平，最终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本研究给企业带来如下启示：(1)构建合理的TMT，企业应当审视自身的高层管理团队，对高层管理团队的成员进行特征分析，并尽可能保障高层管理团队年龄的一致性，降低企业的TMT年龄异质性；在组建高层管理团队时，应尽可能多让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背景多样化。(2)加强企业内部的知识交流和组合能力，注重企业内部的项目的复盘和资料的共享及组合，建立起企业自身的知识库，注重对已有的显性知识的利用，鼓励员工经常对显性知识进行更新，并将这些知识在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多的分享给其他人；改善知识创造的环境。

本研究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受限于时间、精力和自身社会网络的关系，本文在选取研究样本时，并没有采集高层管理人员的一手数据，而是根据中小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员工的评价综合得出。这会使数据对TMT的描述准确度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后续的研究中，作者将收集更多TMT的一手数据和特征，完善本研究的内容，增强本研究的普适性和说服力。（2）受限于样本数量和中小企业经营数据的获取难度，本文并没有分别考虑不同阶段或不同类型的企业的TMT异质性与知识创造、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对企业进行分类研究。（3）本研究在设计问卷量表时，参考的虽然都是国外成熟的量表，但可能由于文化和地域的差异，造成语义的重复或歧义，从而削弱结论的可靠性。
商业模式创新当下已经成为企业转型和变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会涌现出更多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关于本文的后续研究可以在如下两个方面展开：（1）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中，TMT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时，TMT的作用可能会有差异。在制度相对完善、市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TMT的影响力或许会被削弱。因此，探究企业所处阶段或是不同的背景如何改变TMT对知识创造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也将具有一定的价值。（2）TMT异质性的特征探索。目前关于TMT异质性的研究，通常都是采用TMT的人口特征指标。但这些指标只能反应TMT的静态特征。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探索TMT其它的特征指标，更好的映射TMT的实际作用，进一步完善TMT异质性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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